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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以往的研究 ,作者在本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下命题 : (1)中国的不

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 ,例如区域和单位 ; ( 2 )传统中国的

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 ,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集

体福利 ; (3)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

有鉴于此 ,作者认为 ,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

社会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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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ing the Inequa lity in Ch ina
Xie Yu

Abstract: D rawing on past research, the author has advocated the following

p ropositions: ( 1 ) the inequality in China has been severely impacted by some

collective mechanism s, such as regions and work units; ( 2 )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ideology has p romoted merit2based inequality, with merit being perceived

as functional in imp roving the collective welfare for the masses; and ( 3 ) many

Chinese peop le today regard inequality as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Thus, it seem s unlikely that social inequality alone would lead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unrest in today’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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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论

首先解释一下这一标题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 ”。“认识 ”一词在

此的特别意义是指以理解为最终目的的知识 ,完全是为了知识而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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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我并不想对中国的不平等做价值判断 ,也无意为中国政府或社

会解决不平等问题出谋献策 ,作为一个学者 ,只是试图摆脱政治因素的

干扰 ,理解中国的不平等。

中国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变迁 ,其程度和意义堪与世

界历史上其他最重大的变迁 ———如早期欧洲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工业

革命 ———相提并论。而且 ,事实上 ,中国的这场变迁涉及范围之广、规模

之大、人口之众、速度之快、影响之深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有甚

者 ,这个改变也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作为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 ,我们

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有机会观察、记录、研究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些

变化。

中国的巨大变化具体反映在哪些方面 ? 概括而言 ,大致有如下几

点。第一 ,经济发展。从速度上讲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从

制度方面讲 ,中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 ,社会

变化。社会主义的许多特征 ,比如城市居民由国家和单位安排住房和

工作等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 ,人口变化。尽

管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还不够重视人口的变化 ,但近几十年来人口的

变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死亡率从 20世纪 50年代

开始迅速下降 ,生育率从 20世纪 70、8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 ,这两点变化

对中国影响深远。第四 ,文化变化。这包括西方文化的侵蚀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淡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现在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

影响 ,另一方面其自身固有的传统也在发生改变。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

群体的中国人具有不同的文化 ,不能一概而论。总之 ,上述这些变化都

在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 ,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不平

等 ———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巨大变化的一个方面。

首先 ,中国经济的产出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迅速上升 ,实际平均

增长率约为每年 8% (中国统计年鉴 , 200022004) (参见图 1)。如此大

规模的、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它远远超过了

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 ,即 1860年至 1930年 ,当时美国经济

产出的实际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 4% (参见 Worth, 2009)。从比较的角

度而言 ,中国现在的发展不仅比当时的美国快得多 ,而且中国目前的经

济规模也比当时的美国要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在中国 ,社会不平等

也有所增加。当然 ,衡量中国不平等程度的数据在学术上是存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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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如数据是否可信 ,是否具有可比性 ,是否有质量问题 ,等等。不过 ,

尽管大家知道基尼系数有缺点 ,但学界通常还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

平等 (W u, 2009)。图 2给出的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的国家部

门 1 ,从图中可以看出 ,即使是官方的数据 ,也清晰地反映出不平等幅度

的增长。其实 ,无论选用的是什么指标、什么数据 ,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

的不平等在这段时期内确实是大幅度增加的。

1. 主要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200822009)以及“地方

年度统计公报”( http: ∥www. drcnet. com. cn或 http: ∥www. stats. gov. cn)。

图 1:国内生产总值 GD P ( 195222003)

(图中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 )

图 2:基尼系数趋势

我在此想要探讨的问题是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认识当代中国所

出现的不平等问题。报界有些评论说 ,中国的不平等会影响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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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稳定。人们之所以对此非常关心 ,显然主要是出于对不平等可

能会导致种种动荡的担忧。在这一问题上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吴晓

刚 (W u, 2009)最近的文章。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不可能有简单答案的问题 ,而是一个研究议

程。但是 ,至少我本人抱有以下这样一个坚定的想法 ,那就是我们不应

该、也不可能孤立地看待不平等问题。这不像实验科学 ,其研究对象可

以与其他东西隔开 ,可以完全排除其他因素和外界干扰。要理解中国

的不平等 ,应该将其置于中国的情境中 ,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

经济结构。虽然我目前对中国的不平等这一命题的理解还很有限 ,许

多想法尚有待于将来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

第一 ,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集体的因素 ,比如区

域、户籍、工作单位、社会关系、村镇、家族、家庭等等。也就是说 ,目前

中国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并不是个人层次上的 ,而是集体层次上的。

第二 ,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

此处所谓的业绩是以集体利益为标准的。在中国 ,现实中居于领导地

位的人往往被赋予了很多便利和特权 ,其理由乃是因为许多人相信他

们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换句话说 ,假如赋予上层人特权将有利于

其属下或社会中的其他人 ,那么这种不平等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体系

上是被认可、被鼓励的。

第三 ,可能是因为官方的宣传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自身经历 ,有一种

观点认为 ,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后果和代价。官方的

宣传强调 ,经济发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因此带来的不平等就

是这个社会为发展付出的代价。现在 ,很多中国人已接受这一观点 ,认

为不平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 (即使是他们不愿意看到

的 )一个后果。

当然 ,我并不认为这三点看法已得到了充分的实证研究的证明 ,但

我首先要解释为什么我会有这三点看法。

二、关于中国不平等的三点看法

(一 ) 集体性的中介机制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特征 ,但不应该过分

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过分强调不一样和认为中国与外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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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的看法都是极端的 ,因而都是不正确的。的确 ,中国是有一定的特

点 ,但和外国相比 ,它的许多特点其实是量的差别 ,而不是质的差别。

首先 ,在中国 ,政府的角色非常显著 ,从中央到地方 ,政府都是非常

强的。在其他大多数国家 ,没有这么强的政府。第二 ,企业利益和政府

利益是相互结合的 ,也就是说 ,企业、商业和政府、政治在经济利益上是

一致的 ,私人关系也是密切的。而在世界上 ,很多国家并不是这样。第

三 ,中国有多层次的家长式管理传统 ,也就是说 ,中国是一个强调多层

共同属性的社会 ,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大社会的一般成员。在古希腊 ,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公民 ,但公民之间是平等的 ,是可以直接与政

府对话的。而中国很大 ,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角色都是由属于一个小的

地方、小的单位开始 ,再到属于一个大的地方、大的单位。管理也是一

级管一级 ,是嵌套的 ,而不是直接针对个人 ,个人在社会上没有独立的

角色。譬如 ,在中国开会的时候 ,单位属性很重要 ,头衔 (如院长、主任

之类 )很重要 ,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强调多层共同属性的社会。一个

单位的成员或领导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不是一个可以抛开单位属性的

人 ,一旦他们的身份脱离了单位 ,就不容易被认可。就这一点而言 ,可

以说是一个和西方社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多层 ”是什么意思 ? 举例

来说 ,有地方政府 ,基层政府 ,单位 ,家庭 ,社会关系等不同的层次 ;有

系、院、大学以及不同级别的大学 (如“211”、“985”大学 )等等。总之 ,

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很多层次嵌套、一环套一环的社会结构。

因此 ,中国的经济并不是简单地向市场经济、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

迈进。有些比较幼稚的观点认为 ,中国就是像美国一样的资本主义 ,如

果今天不是的话 ,明天一定会是。而我之所以不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

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 ,就是因为出于对这些结构上的、传

统文化的以及相互利益关系等方面的特点的考虑而形成的看法。

在我和 Hannum合作于 1996年发表的文章 (Xie & Hannum , 1996)

中就已经提出 ,在中国 ,影响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个人因素 ,而是区

域差异 ,而且 ,收入受区域性的影响非常大。之后 ,在 2005年发表的文章

(Hauser & Xie, 2005)中 ,我们发现 ,这些区域性差异对个人收入影响的

作用有增无减。吴晓刚和他的导师特雷曼 (W u & Treiman, 2004)合作

的研究则发现 ,在中国 ,户口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影响也非常大 ,即农村户

口和城市户口的人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 ,并不是由于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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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和能力不同所造成的 ,而是一种结构性差异 ,是个人摆脱不了的。在

我和吴晓刚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 (Xie &W u, 2008)中 ,还讨论了单位在当

今中国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 ,目前 ,有很多人认为 ,单位已经不重要了 ,

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 ,在当今中国 ,单位依然举足轻

重 ,它对个人的收入、声望、福利乃至社会关系 ,都依然发挥着非常大的作

用。王丰最近出版的著作 (W ang, 2008)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不久前 ,英国《卫报 》( The Guardian)曾发表了一篇基于一项联合国

调查的文章 (V idal, 2008 ) ,题为“W ealth Gap Creating a Social Time

Bomb”(“贫富差距制造了一枚社会的定时炸弹 ”)。这篇文章虽然不是

特别针对中国的 ,但是有两处提到中国。首先 ,文章引述该报告说 ,北

京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城市 ,但是接下来又称中国已经有很大的不平等。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观点 ? 其实 ,这两个观点并

不矛盾。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是很大的 ,但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区域之

间或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如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之间的差别 ,或农民和非

农民之间的差别等。而对在同一个城市 ,比如对在北京居住的人们来

说 ,他们之间的不平等 ,尽管很难说不是世界上最小的 ,但与世界其他

一些的大城市 ,比如纽约、伦敦等的比较来看还是比较小的 ,相对而言 ,

后者那些城市中不平等的系数要更大。实际上 ,这两个看上去自相矛

盾的观点告诉我们 ,中国的不平等是由区域造成的。

基于官方发布的资料 ,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一下区域因素的重

要性。从图 3 (地方年度统计公报 , 2008)可以看出 ,区域差异对收入是有

图 3: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比较 (单位 :元 )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地方年度统计公报”的 2008年度统计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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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影响的 ,同时 ,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也很大。这一统计图表所显示的

差异与人们普遍感觉到的情况是相吻合的 ,比如 ,广东、上海的人均收入

很高 ,而在西部地区如甘肃等的人均收入很低 ;城市人口收入高 ,而农村

人口收入低。中国这一差别幅度要比其他国家 (如美国 )大得多。

和区域因素的作用相似 ,单位因素也是产生及维系不平等的一个

重要的集体性中介机制。众所周知 ,在中国 ,改革开放以前 ,单位是很

重要的 ,单位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有方面 ,包括日常生活、政治生活、

工作、经济状况等。在那个时代 ,肉票、粮票、糖票、电影票、洗澡票、自

行车票、缝纫机票等几乎所有票据都通过单位 (或里弄等 )发放。此外 ,

连结婚都要单位批准 ,住房也要单位提供。假如婚姻不幸福 ,单位还要

出面调解。如果一个人在外面犯了错误 ,别人首先就要找到他 /她的单

位 ,等等。有些人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变化 ,因而认为上述情况都

是 1978年以前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后 ,单位制就垮了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以为 ,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今天的中国 ,单位还是很重要 ,譬如

说 ,当大学生对自己的事情处理不当出了什么问题 ,他 (她 )所在的系、

院、校领导还是要负责的。

1999年我们 (Xie & W u, 2008)对上海、武汉、西安这三个城市做了

一个调查 ,经过数据分析后我们发现 ,决定人们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是地

区、城市 ,其次就是单位 (参见表 1)。单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因素 ,

比如教育、工作经历、性别、干部身份等等。在中国 (尤其是城市 ) ,单位

属性、单位效益对个人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参见图 4 ) , 比如 , 同

样是大学教授 ,工资收入会有差异。为什么有的大学教授工资高而有的大
表 1:收入对数方差被解释的百分比

变量 DF R2 △R2 (1)

城市 2 17. 47333 19. 12333

教育水平 5 7. 82333 4. 46333

工龄 +工龄 2 2 0. 23 0. 05

性别 1 4. 78333 3. 05333

干部身份 1 3. 08333 0. 63333

工作部门 3 3. 54333 1. 8333

单位效益 (线性 ) 1 12. 52333 9. 3333

单位效益 (虚拟变量 ) 4 12. 89333

　　　　　3 p≤0. 05; 33 p≤0. 01; 333 p≤0. 001. based on F test.

　　　　　资料来源 : Xie &W u, 2008; 基于 1999年在上海、武汉和西安
三地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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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单位效益不同导致的收入差异

学教授工资低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学校 (单位 )在涉及具体

的教授待遇问题上的措施不同造成的 ,因为 ,学校的属性和单位的效益

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一个教授在这一单位里做的贡献 ,假如可以从

客观角度来衡量的话 ,可能和另一单位的教授做的贡献是一样的 ,比如

课程是一样的 ,发表文章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但待遇却可能是不一样

的。这就是说 ,仅仅因为单位属性不同 ,便导致了教师收入上的差异。

推而广之 ,人们也就不难理解 ,从事同样工作的职员 ,单位不同 ,收入就

会有差别 ,有时会是很大的差别。即使我们用统计的办法能够对一些

个人的特征进行控制 ,比如受教育年数等 ,单位因素在决定工作者的经

济收入和福利方面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 ,单位因素是影响中国不

平等现象或者分层的重要因素。单位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边界 ,

它决定了职工的待遇 ,而待遇是单位提供的。有的单位钱多 ,有的单位

钱少。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不平等是不公平的 ,但是很多人还是可

以接受由于单位因素而造成的经济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因为有边

界 ,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成为某单位的成员 ,所以进入好的单位是取得社

会地位关键的一步。

(二 ) 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传统
我认为 ,不平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看法的提出

是基于我对历史资料的考察。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在进行中 ,目前尚处

于尝试性阶段 (参见谢宇、董慕达 , 2009)。关于这个主题 ,我在此先提一

下古代中国的几大重要特征 ,而我将要列举的那些特征并不是我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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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已有共识 ,我只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对其重新作

了梳理。

第一个特征 ,是中华帝国在理想的情况下是统一的 ,即一个天下只

能有一个君主。当然 ,大一统是理想情况 ,例外是常见的 ,如三国鼎立

等。但是在理想情况下 ,天下应只有一个皇帝。这种大一统的思想 ,在

中国非常强烈 ,这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特征 ,是中华帝国地广人多 ,所以 ,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

理。在当时没有汽车、高速公路、火车、手机、互联网和其它现代通讯技

术的情况下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 ,传递一封文书和信礼可能要花几个

月 ,交通不便 ,信息不畅 ,诺大一个国家要想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可以说

是极为困难的 ,历史上 ,在其他地方也不多见。然而 ,恰恰是在古代中

国却出现了管理上的奇迹。当今很强大的国家美国 ,也可谓是地广人

多 ,但是 ,众所周知 ,美国是在近、现代社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美国在 19世纪末就有了铁路、汽车 ,其工业化、机械化的发展速度都很

快 ,到 1930年左右 ,就已经迈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

大战 ,美国的联邦政府更趋强大 ,国家管理也有了更多的资源。但是在

古代的中国 ,如此大的国家 ,统治那么多年 ,而基本的模式又没有什么

变化 ,这是极不寻常的。

第三个特征 ,是中国的文官官僚制。虽然 ,改朝换代要靠军人 ,但

在漫长历史中 ,中华帝国的管理靠的是文官官僚 ,这是和其他古代帝国

(如罗马帝国 )较为不同的。在中国历史上 ,文人可以做官 ,甚至做大

官。直到今天 ,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读书 ,“学而优则仕 ”,读好了

书就有出路 ,这是一个有特点的文化产物。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的官

僚制起源早、规模大 ,在世界历史上显得很特别。

第四个特征 ,是除了皇帝 ,中国的贵族和权贵阶层是很不稳定的。

如清朝初期的藩王之一平西王吴三桂 ,没有经过一代 ,就被平掉了。其

实 ,皇帝不希望贵族和权贵阶层世袭。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官僚基本上

不是世袭的 ,这和欧洲很不一样 ,欧洲的官职是可以由上一代传给下一

代。在欧洲历史上 ,贵族的财产一般也只传给一个儿子 ———长子 ,所以

其家族可以一直保持着财富和影响力。而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就很不一

样 ,首先 ,除了皇帝 (和极少数职位 ) ,职位不可以传代 ;其次 ,富人实行多

妻 ,有很多儿子 ,而且这些儿子对父辈留下的财产基本上是平分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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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多大的能耐 ,再大的财富和影响一般经过三代之后就基本上所剩

无几了。也就是说 ,在中国历史上 ,要靠传代获得财富是很困难的 (参见

何炳棣 , 1999)。中国的特征 ,就是强调对儿子进行投资以使他们以后

有能力挣得财产 ,而不是直接给予财产。儿子没有财产不要紧 ,让他去

读书 ,让他能够进入仕途 ,然后是升官发财。由此 ,从文化观念上来说 ,

中国社会是强调社会流动的 ,至少有些社会流动是实现了的 (参见 Ho,

1964)。而在西方 ,贵族就是贵族 ,平民就是平民 ,两者根本上处于分隔

状态。所以 ,中国从秦朝开始 ,甚至从战国开始 ,就没有了封建制 ,因为

封建制的特征就是世袭制 ,就是分割制 ,而不是流动 ,不是集权。

第五个特征 ,是在中国后来的政治体系中 ,意识形态的作用是非常强

大的。从西汉开始 ,整个中国的政治体系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政

治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还是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我甚至认

为 ,现在的中国政府在有些方面已继承了历史上中华帝国二千多年的传

统。更进一步地说 ,中国现在的政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文化二千

多年遗留下来的产物。

马克斯 ·韦伯 (Max W eber)是一个德国人 ,他没有来过中国 ,不懂

中文 ,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学家 ,主要著作有《经济和社会 》

(W eber, [ 1921 ] 1978 ) 等。他还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官僚体制的书

(W eber, 1951) ,虽然主要是基于二手资料 ,但他对中国的情况还是写得

很好的 (参见 Zhao, 2006)。他在书中对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提出了两

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 ,对于官员的选拔 ,考试是可以的 ,但为什么不是

考他的管理能力 ,比如算账、管理等这些有用的知识 ,而是考一些毫无实

用价值的经典 ,他对此想不通 ,为什么考试的内容和官员要做的工作不一

致 ?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 ,升官要有学位 ,最好是学理工科的 ,要数学好、物

理好 ,哪怕官员在管理时用不到这些课程的内容。提拔官员时看重数学

和物理 ,这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是 M. 韦伯的第一个疑问 ,他觉得这

很浪费 ,因为考的东西是没用的东西。他的第二个疑问是 ,地方官员的指

派是短期的 ,三年一轮 ,他认为这也很浪费。一个官员为了工作 ,要对一

个地方了解 ,要和一个地方的百姓乡绅打成一片 ,要了解民情和风俗习

惯 ,但是刚刚了解了就被调走了。因而他得出结论说 ,中国的官僚体

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其实没错 ,中国的官僚体制的确效率不高。

但是他没有想到 ,在历史上 ,效率对于一个政权、一个王朝来说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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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效率再低 ,国家还是皇家的 ;效率高了 ,国家破裂 ,变成

了人家的怎么办呢 ? 从这个角度说 ,我认为 ,中国古代官僚系统是成

功的 ,因为它解决了管理中国这一大难题。除了中国官僚体制 ,在当时

的客观条件下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管理这么大的国家。

为什么统治中国需要官僚体制呢 ? 假如一个地方的贵族形成了自

己的势力 ,如何能保证他们对中央政府完全服从 ? 在战争时期 ,如何让

他们派兵、出钱 ? 要挖运河、修城墙 ,如何知道他们会配合 ? 所以 ,皇帝

只能指派自己的官员到地方上去管理。当然 ,在实际管理的时候 ,官员

又一定要有很多自主权 ,因为皇帝太远 ,不了解情况。这样一来 ,集权

帝国的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处境与封建制下的地方贵族就有了本质的区

别。一方面 ,地方官员是受中央政权指派和控制的 ,以后的提升也要靠

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 ,地方官员又必须为地方做事情 ,这样才有升迁

的机会 (谢宇、董慕达 , 2009)。中国的官僚体制 ,是一个对中国古代皇帝

很有用的发明 ,是一个能够把中华帝国稳定维持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从古到今 ,中国的版图一直非常大 ,但历代的大多数皇帝意识到不能仅靠

军事来统治。因为军事是把双刃剑 ,如果不给军人以力量 ,他们做不成事

情 ;给他们力量 ,他们可能造反。军人是很危险的 ,所以皇帝很聪明 ,不用

军人 ,用文人 ,虽然文人可能效率低、迂腐 ,但是不易造反。

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 ? 有人说 ,它靠的不是刀剑 ,而是靠孔孟之

道 ,我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孔孟之道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统治国家

的重要工具 ,没有孔孟之道 ,就没有官僚体制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也

不可能有这么长期的中央集权帝国。孔孟之道很有意思 ,它的重点是

仁政。也就是说 ,我有权力 ,实际上是为百姓好 ,这是一种具有亲和力

的意识形态。比如孟子说“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孟子 :卷十四

尽心下 》) ,这其实是把皇权的最终目的归结到为民服务上。然而 ,孟子

又认为 ,为了最终做到为民服务 ,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 :“夫物之不齐 ,

物之情也 ”(《孟子 :卷五 滕文公上 》)。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 ,人与人之

间适当的不平等关系是一种互补性关系 ,对大家都有好处 ,而绝对的平

等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故孟子说 ,“如必自为而后用之 ,是率

天下而路也。故曰 :或劳心 ,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

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义也。”(《孟子 :卷五 滕文公上 》)他

认为 ,每人都必须耕耘劳动的绝对平等是行不通的 ,会使大家贫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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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区别的 ,有的人聪明 ,他们就从事脑力劳动 ;有的人不聪明但力气

大 ,就去从事体力劳动 ,社会分工有别。在中国 ,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 :

“或劳心 ,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不平

等是有意义的。能力强的 ,就有特权 ,就统治别人 ;没能力 ,花力气的 ,

就做下面的工作 ,就打工 ,这是一个合作关系 ,是大家都认可的 ,穷人也

认为这样好。

为什么穷人也觉得这样好 ? 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下 ,它包含

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 ,如前所述 ,富人有特权是为大家做事 ,也

包括为穷人做事。所以穷人不要觉得吃亏 ,这样的社会分工对大家都

有好处 ,给大家都带来利益。这叫家长制 (paternalism )思想 ,这种思想

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很普遍。第二层含义是 ,这个社会谁有特权、谁富 ,

至少从理论上讲不是天生注定的 ,而是看个人做得怎么样 ,是不是有能

力。一个人现在没能力 ,也许将来会有能力 ;自己没有能力 ,可以把儿

子培养得有能力 ;再退一步 ,如果儿子没能力 ,可能孙子会有能力 ,总是

有一些希望。所以 ,中国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总是教人往前看。不仅

仅是要人计较眼下的状况 ,而且要人往前看 ,不仅要看自己的将来还要

往下一代看 ,也就是说 ,其所主张的往往是要人们为了实现将来的梦想

而牺牲现在的利益和享受。一个人的现状不好并不要紧 ,他还可以寄

希望于下一代。这种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社会流动机制 ,

能给大家带来机会。

大家都知道欧阳修的故事 ,有本小人书专讲他的故事 ,这类小人书

在中国有很多 ,大都讲历史上成功人士的故事。老师、家长都会给孩子

讲这些故事 ,让他们知道 ,即使家境贫困 ,那怕是一贪如洗 ,但只要勤奋

努力 ,他们就可以得到除了皇位以外的任何东西 ,只要读书读得好 ,就

可以像欧阳修一样做官 ,做兵部尚书 ,等等。另外 ,中国文化中最理想

的文人不但是很好的学者 ,还是很好的官 (“民之父母 ”)。为什么民众

会形成这样一种对官员的期待 ?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强

调仁政 ,而且 ,官员的管理行为是相对独立的、自治的 ,所以 ,对官员的

选择标准并不是管理能力或者施行命令的能力 ,而是要看这个人是不

是好人 ,是不是一个有德之人。然而 ,如何知道一个人有德还是没德 ,

这是一个很难进行评价的问题。中国古代用过很多方法来衡量一个人

的德行 ,如看他是不是孝顺 ,对上级是不是尊重 ,是不是守规矩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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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 ,选官的察举制中最主要的常科叫“孝廉 ”,这是因为儒家思想认为

孝与廉都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行。《论语 》有言 :“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

犯上者 ,鲜矣。”(《论语 :学而第一 》) 隋朝以后 ,评价一个人品行的优劣

更看重的是其古书读得好不好 ,因为 ,在持这一判断标准的人看来 ,至

少 ,古书读得好可以反映出一些基本素质 :聪明、勤奋、顺服、尊师、自

律 ,等等。这和今天官方提干重视数理化背景的道理是相似的。虽然

管理工作本身可能并不需要数理化 ,但是至少通过数理化教育的检验 ,

上级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聪明 ,是不是听话 ,是不是用功 ,是不是努

力上进。这看上去是对知识的检验 ,其实是对德行、人品的检验。

前面讲过 ,中华帝国幅员辽阔 ,被指派的官员工作的地方很远。官

员是一个工作相对独立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好官 ———“民之父母 ”,主

要不是取决于他的技术能力 ,而是看他的德行。官员 ,特别是地方官承

担着双重责任 ,即对上司对下属都负责任。他们的工作是自治的 ,因为

皇上那么远 ,管不到他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先斩后奏、自己管理的。皇

权的合法性在哪里 ? 受到孔孟之道熏陶的官员们都会认为是天命 ,中

级官员的功能就是帮助皇帝实现这个天命。所以 ,他们认为自己是为

老百姓做事情 ,让老百姓有吃有穿。人们可以在古书中经常看到 ,中级

官员有时候违背上级 ,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真正符合他们作为“民

之父母 ”的使命 ,也是最终和皇帝的天命相吻合的。

历史上 ,县一级以上的官员都由朝廷任命 ,所以官员的权力来自于

中央 ,而县官所要处理的事情主要又是为了一方百姓 ,这是个矛盾 ,需

要有一种平衡 ,因为对上面太负责 ,就可能牺牲下面的利益。中国官僚

体制下的这一双重责任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欺上瞒下 ”这种现

象 ,对上面不能说全 ,对下面也不能说全 ,官员总是要有所保留。这种

“欺上瞒下”的现象是中国社会结构造成的。官员有时不能讲实话 ,讲

实话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三年自然灾害 (195921961)的根本原因就是

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官员只对上面负责 ,而不对下面负责。中国的这种

相互牵制的官僚体系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官员没有很多的自由空间 ,他

们既要对上面负责 ,又要对下面负责 ,所以他们都是很累的。但是 ,如

前所述 ,在中国这一环境中 ,当官恰恰是很多人向往的 ,想起来挺可悲。

很多官员实际上是很优秀的 ,但是因为结构的原因被迫要作假 ,那怎么

办呢 ? 上面也知道下面的官员作假 ,所以编了很多程序来检查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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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不断地循环 ,不断地使管理程序越来越复杂化、

官僚化。

在传统的官僚制体系中 ,衡量官员的重要标准是看他们的政绩 ,即

看他们是否帮助皇帝实现天命 ,其实就是考察他们管辖下的人民生活

得如何 ? 中央不管他们做什么 ,只要这个地方富裕了、和平了、不出事 ,

他们就是好官 ;反之 ,他们做得再好 ,工作再努力 ,只要出了事情 ,都是

他们的错 ,甚至出现天灾也是地方官的错。如果情况好 ,大家就说这个

官真好 ,几年都没有灾害 ,连老天都欣赏他做官 ,所以政绩自古以来就

很重要。中国现在讲政绩只不过是回到了中华帝国的管理方式。

2007年我们在甘肃做了一个调查。甘肃很贫困、很偏远。我们问当

地的被访者 :影响你们经济利益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 同时 ,我们给被访

者五个选项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单位、家庭和个人 (见表 2)。虽然居住

很偏远 ,但仍有接近半数的当地被访者的首选是中央政府 ,即他们认为中

央政府是决定其经济地位的最重要因素。第二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相

对来说 ,个人因素是次要的 ,没有政府重要。这就呼应了前面提及的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 ,人民对官员、对政府有着极高期望这一判断。

表 2:边远地区居民对影响个人经济福利状况因素的看法 ( n = 633) %
第一 第二

中央政府 41. 61 12. 03

地方 (市 /县 )政府 8. 54 31. 33

工作单位或村委会 8. 23 12. 82

家庭因素 21. 33 18. 8

个人因素 20. 38 25. 28

注 :“现在 ,请思考您自己总体上的经济福利状况。许多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经济福
利 ,在您看来 ,请根据您的想法 ,将以下五组因素按重要性进行排序。 (哪组因素
您认为“最重要”,哪组因素您认为“第二重要 ”,以此类推。) (基于 2007年甘肃

调查的统计 ) 1

1. 此项调查数据为首次发表。

　　上文提及父母官 (地方官员 )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地方的利益违抗

上级 ,那么当地的人是怎么来控制地方官员为他们做事的呢 ? 我们知

道 ,被派遣来的地方官员往往并不是当地人 ,和当地人也没有亲属密友

关系。中国古代的做法很耐人寻味 ,从汉代开始 ,人们就给地方官员立

碑 (甚至建祠庙、唱颂歌 ) ,说他们怎么好 ,修了路 ,建了桥 ,制住了土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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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在碑文中对其政绩极大地、夸张地歌颂一遍。在路边、桥前或祠

堂里立碑 ,大家都能看见 ,官员当然也很高兴。碑不但为死去的官员

立 ,而且也为活着的官员立。作为民意的一个反映 ,碑对官员的提升是

有益的 (谢宇、董慕达 , 2009)。所以说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民主 ,但是地

方势力利用声誉机制来影响官员 ,它一方面满足了官员心理和仕途的

需要 ,另一方面也会激发他们为当地人民造福的成就动机。

(三 ) 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三十多年前 ,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官方作过宣传 ,说经

济发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 ,这样的提法是为了让民众把

不平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来接受。我认为 ,现在有许多中国人已经

认同这一观点 ,即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我们先提出一个假设 ,称它为社会投影 (Xie & W ang, 2009)。这个

假设的前提是这样的 ,即一般普通人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状况大都并不

是太清楚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去过国外 ,就算一部分去过也是走马

观花 ,对其了解基本上只能说是表面的。要深刻了解一个社会是一件

很难的事情 ,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 ,他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其不平等程

度在内的社会情况的认识也同样如此。虽说普通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

发达水平多少知道一些 ,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发达

水平的报道。而当被问到其它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时 ,尽管他们都会给

出自己的看法 ,但这些看法大多都掺杂着许多想像的成份。在调查中 ,

当被访人被问及哪个国家发达、哪个国家不发达时 ,被访人的确知道不

同国家的发达程度 ;可当其被问及各个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程度时 ,他们

并不清楚 ,但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给出一些被要求作出的判断。

这里的数据来自于 2006年我们在六个省市 (北京、河北、青海、湖

北、四川、广东 )所进行的调查 (Xie & W ang, 2009) ,受访者将近 5 000

人。我们请被访者评价以下五个国家即中国、日本、美国、巴西、巴基斯

坦的发达程度 ,按 0到 10打分 ,最发达的为 10分 ,最不发达的为 0分。

然后 ,请被访者评价这同样五个国家不平等的程度 ,按 0到 10打分 ,最

不平等的为 10分 ,最平等的为 0分。实际上 ,社会科学研究对各国的这

两方面都是有数据指标测量的 ,都有发展程度和不平等程度的比较数

据。表 3给出的是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和客观指标的比较。联合国对

国家发达程度的客观指标在第一列 ,第二列是被访人给这五个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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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程度的平均评价分 ,其中美国遥遥领先 ,九点多 ,第二是日本。此处 ,

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和联合国的指标基本上吻合 ,只是中国的被访者

明显地低估了日本的发达程度 ,但是美国和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前面。

下边两个是中国和巴西 ,这两个国家相近 ,而从联合国的数据来看也很

相近。最后是巴基斯坦 ,这也和联合国的数据基本吻合。当然 ,调查数

据总是有误差的。
表 3:调查对象对于以下五个国家发展水平与不平等程度的评分 (与联合国评分相比较 )

国家
联合国对发展
水平的评分

(021)

调查对象对发展
水平的评分

(0210)

联合国对不平等
程度的评分
( Gini, 021)

调查对象对不平等
程度的评分

(0210)

中国 0. 768 5. 56 0. 447 6. 25

日本 0. 949 7. 79 0. 249 5. 92

巴西 0. 792 5. 49 0. 58 5. 47

美国 0. 948 9. 19 0. 408 6. 81

巴基斯坦 0. 539 3. 8 0. 306 5. 07

资料来源 : Xie &W ang, 2009

　　在我对上述调查所得到的不平等程度打分结果作出解释之前 ,先

了解一下各国不平等的客观情况。在世界上规模较大的的国家中 ,最

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就是巴西 ,这主要是因为巴西的平均教育程度低。

但巴西同时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 ,正因为国际化 ,教育的回报率非常

高 ,这就加剧了巴西的不平等。同时 ,巴西也很大 ,也有较大的地区差。

中国和美国相比 ,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巴

基斯坦的不平等程度是低的 ,而日本是最低的 ,它的贫富差距不大。

那么 ,此次调查的被访者们又是如何给各国不平等程度打分的呢 ?

其主观评价的总体情况是 ,认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要超过中国 ,日本的

不平等也很高 ,而最低的是巴基斯坦 (参见表 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被访者认为巴西的不平等程度是低的而不是高的。可以发现 ,这些评

价与联合国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前所述 ,被访人对其他国家的

发展程度可以比较准确地打分 ,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却不

了解 ,因此他们对此的打分大多是与基于客观指标所得出的评价不符

的。然而 ,从他们给出的信息中却可以使我们大致了解普通老百姓为

什么要这样打分。

中国最近经历了很多变化 ,其中既包括经济上从不发达到相对发

达的变化 ,也包括了在人们生活中从相对平等到不平等的变化。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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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前经济上相对贫困的时期 ,大家相对平等。中国现在相对发达

了 ,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也相应地增加了。或许有些人这样认为 ,美国是

我们的将来 ,而目前中国的发展只进行到了一半 ,我们的不平等就已经增

加了如此多 ,那么如果变成像美国那样 ,以后还要更加不平等。正因为美

国比中国更发达 ,所以他们认为美国会更不平等。我们在同一调查中还

问到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相比 ,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是否

要高于不发达国家 ,对此表示同意的被访人占到了大多数。

我们还进行了这样一项数据分析 ,按照被访人对不同国家发达程

度打分的高低进行排序 ,即认为哪个国家最发达、哪个国家第二发达等

等 (见表 4)。第一类主流排序 ,其对发展程度的排序是美国第一 ,日本

第二 ,巴西第三 ,中国第四 ,巴基斯坦第五 ,有 34. 11%的人选择了这样

的排序 ;第二类 ,把巴西和中国换一下位置 ,这种排序也有百分之三十

多 ;第三类是与联合国的评分排序相一致的 ,即日本、美国、巴西、中国、

巴基斯坦 ,但作出如此排序的人 ,只占受访者总数的 2. 18% ;第四类是

日本、美国、中国、巴西、巴基斯坦。选择这四种排序的累计占到了

71. 62% ,其他种类的排序属于没有规律 ,可看作是测量误差造成的。

面对这样的数据 ,我们想搞清楚的是 ,对发展程度的打分排列和对不平

等程度的打分排列之间有着什么关系 (见表 5)。通过数据分析 ,我们发

现 ,被访人对不平等程度的打分排列和对发展程度的打分排列有明显

的关联 ,有很多人对发展程度的排列顺序和对不平等程度的排列顺序

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正向的关系 (见表 5上半部分 , 第 124行 )。还有负

向的关系 ,甚至有的受访者打分恰好相反 ,即假如他们认为发展程度由

高到低的排列是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 ,则同时认为不平等

程度的排列是相反的 ,最小的是美国 ,第二小的是日本 ,等等。类似的

相反的排列 (参见表 5下半部分 , 第 629行 )。

表 4:被调查者关于发展水平的主要排序方式

排序模式编号 排序方式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 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 34. 11 34. 11

2 美国≥日本≥中国≥巴西≥巴基斯坦 33. 96 68. 07

3 日本≥美国≥巴西≥中国≥巴基斯坦 2. 18 70. 25

4 日本≥美国≥中国≥巴西≥巴基斯坦 1. 37 71. 62

5 其他 116种排序方式 28. 38 100. 00

资料来源 : Xie &W ang,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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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被调查者关于不平等与发展水平的主要排序方式的交互统计

序号
被访者关于不平等程度的排序方式

具体方式

　被访者关于发展水平的排序方式 ( % )

1 2 3 4 5 Total

1 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 25. 58 8. 32 6. 67 3. 03 8. 42 14. 13

2 美国≥日本≥中国≥巴西≥巴基斯坦 7. 43 31. 31 4. 76 16. 67 9. 96 16. 33

3 日本≥美国≥巴西≥中国≥巴基斯坦 0. 43 0. 67 8. 57 3. 03 0. 29 0. 69

4 日本≥美国≥中国≥巴西≥巴基斯坦 0. 3 0. 61 11. 43 4. 55 0. 44 0. 5

6 排序方式 1的相反 12. 61 3. 55 0 0 3. 51 6. 75

7 排序方式 2的相反 3. 59 10. 28 5. 71 4. 55 2. 2 5. 53

8 排序方式 3的相反 1. 64 0. 49 12. 38 3. 03 0. 44 1. 16

9 排序方式 4的相反 0. 61 0. 61 0 9. 09 0. 37 0. 64

10 其他 114种排序方式 47. 81 44. 16 50. 48 56. 06 74. 38 54. 28

资料来源 : Xie &W ang, 2009

　　总之 ,我们发现 ,被访人关于发展水平的评分与联合国的评分是相

似的 ,其中对日本和巴西的评估稍微低了一些 ,特别是对日本的评估明

显偏低。但是被访人关于不平等水平的评估打分和联合国的数据很不

符合 ,有的甚至完全排反了。相当一部分人关于不平等的评分来自于

他们对发展的评分。他们怎么看不平等和发展的关系呢 ? 结果有正有

负。因为中国最近的经历表明 ,发展和不平等的趋势是正反的关系 ,即

经济的发展和不平等的增加是同步的 ,所以体现在被访人中的主流观

点是正的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反映了中国最近的经历和官方的宣传 ,

它与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这一观点相吻合。

三、结论

以上 ,我提出了三个主张或曰看法。第一 ,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

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由于存在集体这一作为产

生不平等的机制 ,故不平等的界限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化的 ,不平等

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也得以淡化 ,由此 ,在民众中不容易造成不满。第

二 ,从意识形态上来看 ,虽然中国有着很强的、要求平等的道德呼吁

(W u, 2009) ,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还是接受不平等的。不过 ,我认

为 ,民众对不平等状况的接受是有条件的 ,其条件就是 ,这些不平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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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般劳动人民带来实惠 ,并且一般的劳动人民有流向更高的社会地

位的可能性 ,即只要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因为受

到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

等的现状。第三 ,有些中国民众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可能会带来不平等 :

因为我们要发展 ,为了改进大家的生活 ,就很难避免不平等 ,所以 ,一些

对不平等不满的人也能被动地和勉强地接受中国现在的不平等。基于

以上三点考虑 ,我认为 ,中国不平等的问题本身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 ,

不太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也就是说 ,尽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存

在并有所增加 ,然而它本身的危险性可能被夸大了。我认为 ,中国社会

有一定的机制 (如政治、文化、舆论、家庭、社会关系等 )来调节不平等所

带来的社会危害。最后 ,需要强调的是 ,我的这一初步结论并不带有任

何政治色彩 ,只是我对中国不平等的一点粗浅的理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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